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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上週美國、烏克蘭與俄羅斯代表於阿布達比舉行三方會談，此為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首次同時納入外交與軍事代表的對話形式。俄羅斯方面形容會談氣氛「具建設性」，並確認後續仍將安排新一輪談判，但亦坦言尚未出現任何突破性成果。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會談涵蓋結束戰爭相關的軍事議題，以及多項仍待處理的政治問題，並指出烏克蘭已依據各方立場整理後續外交接觸的框架。同時，他對外說明，與美國相關的安全保障協議文件已完成，正等待確認簽署時間與地點。
俄羅斯方面則在會後再次重申其核心立場。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指出領土問題是俄方在任何和平或停火安排中關鍵前提，烏克蘭必須讓出整個頓巴斯地區。俄羅斯總統普丁亦持續主張，若未透過談判取得該區完整控制，俄方將以軍事方式達成目標。
烏克蘭則提出此類另土讓渡將對歐洲安全秩序造成長期風險。雙方在領土與安全安排上立場差距明顯，將於阿布達比和平會談持續磋商。

[詳細]
2026 年 1 月初，來自 30 多個西方國家的領袖齊聚阿布達比，著手規劃一套新的烏克蘭安全保障架構，該架構預計在烏克蘭與俄羅斯若達成停火協議後正式啟動。這項構想由部分西方國家組成的志願者聯盟提出，並透過多項意向性聲明勾勒其基本輪廓，包括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停火監測機制，以及可能由法國與英國領導、部署多國部隊的安排，目的在於強化烏克蘭的防衛能力，並對未來潛在的再度侵略行動形成嚇阻。在相關討論中，法國與英國對安全保障安排展現較為積極的立場，認為在協議生效後，將可於烏克蘭境內建立軍事樞紐，並設置具防護設計的武器與軍事裝備設施，以支援其防禦需求。不過，歐洲內部對實際承擔前線風險的意願並不一致，德國方面即表示，雖可考慮參與停火監測行動，但相關兵力將部署於鄰近國家，而非直接進駐烏克蘭境內，顯示在安全保障的實務承諾層面仍存在明顯落差。在此背景下，烏克蘭總統 Volodymyr Zelenskyy 於 1 月下旬訪問立陶宛期間對外表示，與美國相關的安全保障協議文件已「百分之百準備完成」，正等待合作夥伴確認正式簽署的時間與地點。澤倫斯基指出，完成簽署後，文件將送交美國國會與烏克蘭國會進行批准，並強調對烏克蘭而言，安全保障的核心仍在於來自美國的承諾。這番表態出現在美國、烏克蘭與俄羅斯代表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進行為期兩天的三方會談之後，顯示各方在外交層面仍維持接觸。
然而，截至目前，相關協議內容尚未對外公開，其實際啟動方式、違規處理機制，以及是否包含可即時反應的具體安排，仍缺乏清楚說明。這種不確定性在烏克蘭國內引發廣泛質疑，部分具政府與戰場經驗的人士指出，若安全保障僅停留於政治宣示層次，缺乏軍事、資金與技術上的可操作工具，相關文件難以對戰場現實產生實質影響。在缺乏明確約束機制的情況下，俄羅斯仍可能藉由指控停火遭違反，作為延續或恢復軍事行動的理由。
多名烏克蘭安全與防務研究人士亦指出，烏克蘭不能將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盟友未來是否履行承諾之上。分析認為，戰鬥由軍隊直接承擔，但戰爭的走向往往取決於後勤、產能與經濟動員能力。目前俄羅斯仍持續大量累積武器與軍事資源，若烏克蘭無法在軍事與經濟層面維持優勢，或至少與俄羅斯保持實力對等，任何停火安排都將缺乏穩定基礎。相關人士指出，烏克蘭國防工業在 2025 年已具備相當規模的產能，但因資金不足，實際運作僅達潛力的一半，若能在 2026 年獲得充足投資，整體防務生產能力仍有顯著擴張空間。
與此同時，俄羅斯方面在領土議題上持續釋出明確且強硬的立場。克里姆林宮在阿布達比三方會談後重申，領土問題仍是任何和平協議的核心，烏克蘭必須將整個頓巴斯地區讓與俄羅斯，作為停火與和平安排的前提條件。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Dmitry Peskov 表示，這項立場並非秘密，而是俄羅斯長期且一致的政策方向，領土問題對俄方而言屬於根本性議題。
俄羅斯總統 Vladimir Putin 多次強調，若基輔未透過談判同意讓出頓內茨克與盧甘斯克地區，俄羅斯將以軍事手段全面掌控頓巴斯。目前俄軍已實際控制該區約九成，但莫斯科方面明確表示，任何未達完全控制的狀態皆無法接受。佩斯科夫進一步指出，這項立場屬於所謂的「安克雷奇公式」的一部分。
所謂「安克雷奇公式」，指的是俄方聲稱曾於去年八月，在阿拉斯加舉行的峰會期間，由普丁與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所討論並形成的談判框架。根據俄方說法，該框架設想由烏克蘭將整個頓巴斯地區交由俄羅斯，而烏克蘭東部與南部其他地區的前線則維持凍結狀態，作為更大範圍和平協議的一部分。儘管華盛頓與基輔均未證實此類共識的存在，莫斯科仍持續將其作為談判基礎加以援引。
烏克蘭方面則一再拒絕任何涉及領土讓渡的提案，特別是俄羅斯尚未在軍事上完全佔領的地區。烏克蘭官員指出，讓出頓巴斯將為非法佔領提供正當性，並對烏克蘭主權及歐洲未來的安全秩序造成長期風險。
在阿布達比會談本身，儘管未能取得突破性成果，俄羅斯官方仍對談判氣氛給予相對正面的評價。佩斯科夫對媒體表示，近期由烏克蘭、俄羅斯與美國特使參與的接觸屬於「具建設性」的對話，並指出即便尚未達成協議，三方能以建設性方式展開溝通，本身已可被視為正面發展。他同時坦言，距離最終解決方案仍存在大量困難工作有待處理。
相關官員僅透露有限細節，並指出這些會談屬於美國政府過去一年試圖引導各方走向和平協議、結束近四年全面戰爭努力的一部分。儘管烏克蘭與俄羅斯在原則上對華盛頓所提出的妥協呼籲表達認可，雙方對和平協議的具體樣貌仍存在深刻分歧。
澤倫斯基則表示，根據烏克蘭代表團在阿聯的會談回報，這是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首次出現同時包含外交與軍事代表的三方對話形式，討論內容涵蓋結束戰爭的軍事議題，以及多項高度複雜且尚未解決的政治問題。他指出，在分析各方核心立場後，烏克蘭已著手規劃後續外交接觸的整體框架，並確認新的三方會談正於近期籌備中。
在高層外交持續推進的同時，戰爭對烏克蘭社會的衝擊仍未減輕。俄羅斯持續以無人機與飛彈攻擊烏克蘭基礎設施，導致基輔在嚴寒氣溫中，仍有大量住宅無法正常供暖，修復作業因空襲威脅與低溫而進展緩慢。許多民眾表示，相較於外交談判的細節，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在能源不穩定與安全威脅未解的情況下維持日常生活。歷經近四年的戰爭後，部分民眾已逐漸對停火與安全保障的政治討論保持距離，認為這些協議在紙面上雖具吸引力，但仍難以為當下的安全處境提供即時而具體的保障。


https://www.firstpost.com/world/its-no-secret-russia-says-ukraine-must-cede-all-of-donbas-for-truce-as-part-of-putin-trump-formula-13972755.html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6/1/26/ukraines-security-guarantees-what-are-they-and-why-might-they-fall-short
https://kyivindependent.com/zelensky-says-us-security-guarantees-document-is-100-ready/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6/01/26/russia-draws-red-line-on-territory-as-peace-talks-yield-no-breakthrough/
https://www.trtworld.com/article/6d1b020519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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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2026 年 1 月下旬，美伊關係在核議題、伊朗群眾抗議事件動盪與區域安全威脅交織下迅速升溫。美國總統川普一方面以「時間正在耗盡」要求伊朗就核計畫重返談判，另一方面則透過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戰鬥群等高強度軍事部署強化威嚇。伊朗方面由不同政治層級同步回應，行政部門強調已為任何戰爭情境做好準備，但仍以對話作為優先選項，總統佩澤希基安則試圖與民眾溝通穩定國內局勢，國會議長卡利巴夫則警告，美國或許能發動戰爭，卻無法掌控其最終走向，並質疑在軍事壓力下進行談判的真實性。情勢的關鍵轉折在於區域盟友態度出現明顯變化，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與科威特相繼拒絕提供領空或基地，並由沙國王儲穆罕默德．賓．薩勒曼親自向伊朗表達支持對話的立場，使美國可行的軍事選項大幅收斂，僅剩約旦與印度洋遠端基地等有限節點可供運用。在此架構下，美伊對峙進入高張力但行動空間受限的狀態，軍事威嚇、外交斡旋與內政壓力彼此牽動，核談判與區域安全前景持續充滿不確定性。


[詳細]
一、衝突升溫的起點：美國的軍事施壓與談判喊話並行
2026 年 1 月下旬，美國總統川普多次透過公開談話與社群平台訊息，向伊朗釋放高度威嚇訊號，並將焦點明確鎖定在伊朗核計畫，宣稱「時間正在耗盡」。其核心訊息呈現雙軌操作，一方面要求伊朗重返談判桌，接受「不具核武能力」的協議安排；另一方面則以軍事力量展示作為後盾，警告若再度爆發衝突，後果將遠較過去嚴重。
在此脈絡下，美國加速於中東與印度洋方向的軍事部署，以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戰鬥群為核心，搭配飛彈驅逐艦、空中加油機、偵察機與無人機，形成高密度的海空軍事存在。美方亦同步宣布進行大規模空中演習，進一步強化對伊朗的戰略壓力。�
二、伊朗官方戰備與對話條件回應
面對美國的行動，伊朗政府並未採取單一聲調回應，而是由不同政治層級分工發聲，形成立場高度一致、功能分工明確的回應架構。
首先，在行政體系層面，伊朗政府發言人法蒂瑪．莫哈傑拉尼指出，伊朗已為任何潛在戰爭情境做好全面準備，並強調國家過去曾歷經多階段衝突，對此類威脅並不陌生。同時，她重申伊朗仍將對話視為處理危機的優先途徑，但前提是對話不得建立在軍事威嚇之上。
其次，在總統層級，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一方面對國內示威期間的死難者表達哀悼，承認死亡人數已達數千人，屬於嚴重社會事件；另一方面則強調政府將透過與民眾溝通、調整對抗議活動的處理方式，以及檢討高等教育體系內部作法，試圖緩和內部張力，避免外部勢力進一步介入。
第三，在立法體系層面，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對美國發出最具戰略層次的警告。他明確指出，美國或許有能力發動戰爭，卻無法決定戰爭如何結束，並直言在戰爭陰影下進行的所謂談判，只會推升衝突風險。他同時指控美國破壞外交進程，質疑華府是否真正有意進行實質談判。�
三、伊朗國內動盪與外部壓力的交織
本輪美伊緊張升高，並非單純源自核議題，而是與伊朗自 2025 年底以來的經濟困境與反政府抗議高度交織。示威最初因貨幣貶值與生活壓力爆發，隨後逐步擴大為對政治體制正當性的挑戰。伊朗官方承認，抗議事件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同時也強調安全部隊在動盪期間遭受暴力攻擊。
美國方面，初期以「支持伊朗人民」作為主要論述基調，隨後逐步轉向更具威嚇性的語言，甚至一度暗示政權更替的可能性。此種政策訊號反覆，使伊朗當局更加堅信，美國的目標並不僅止於核談判，而是試圖藉由內部動盪削弱政權穩定。�
四、關鍵轉折：區域盟友集體抽身軍事行動
真正對美國軍事選項造成結構性影響的，並非伊朗的強硬表態，而是區域盟友的集體立場轉變。
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卡達相繼明確表示，不允許其領空、領土或領海被用於任何針對伊朗的攻擊行動。沙國王儲穆罕默德．賓．薩勒曼甚至親自向伊朗總統表達支持對話、反對軍事升高的立場。科威特亦拒絕提供基地或空域。卡達、阿曼、埃及與土耳其則展開密集外交斡旋，並警告一旦衝突擴大，恐對全球能源供應與區域穩定造成嚴重衝擊。
此一集體態度，使美國即便在中東擁有多處軍事基地，實際可用的進攻路徑仍大幅收斂。�
五、約旦與遠端基地：美國剩餘的有限選項
在多數波灣國家封閉空域後，約旦的角色迅速浮現。由於安曼並未公開否認美軍使用其領空，加上穆瓦法克．薩爾提空軍基地近期軍事活動明顯增加，約旦被視為美國少數仍具彈性的前進節點。該基地已部署 F-15 戰機、防空系統與終端高空防禦系統，並駐有數千名美軍人員。
此外，美國仍保有印度洋的狄亞哥加西亞基地作為遠端打擊平台。2025 年 6 月，美國即曾自該基地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攻擊，顯示在缺乏區域盟友配合的情況下，美方仍具備行動能力，但相關成本、時間與政治風險均顯著提高。

六、結構性評估：對峙進入「高張力、低可行性」階段
綜合目前已揭露的各項資訊可見，當前美伊對峙呈現高度矛盾的結構。一方面，美國在軍事能力與公開言辭上維持高強度壓力；另一方面，伊朗則在戰備、內部修復與外交條件上展現一致立場。然而，區域盟友普遍採取保留態度，使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實際可行性受到嚴重限制。
在此情勢下，衝突並未消退，而是被推入一種「威脅高度集中、行動選項高度受限」的狀態。核談判、區域安全與伊朗內政問題已難以切割處理，而是彼此牽動，持續放大整體風險與不確定性。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5pd459gko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trump-massive-armada-heading-iran-warns-time-running/story?id=129635685
https://en.yenisafak.com/world/iran-warns-of-swift-comprehensive-war-over-any-us-attack-3713858
https://www.wionews.com/world/after-uae-saudi-arabia-bars-attack-on-iran-from-its-territory-what-options-does-trump-have-as-allies-step-back-1769571110047
https://news24online.com/world/us-iran-tensions-as-saudi-arabia-uae-qatar-refuses-to-support-us-this-muslim-country-to-back-trump-if-america-attacks-iran/72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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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印度與歐盟在歷經近二十年斷續談判後，宣布完成一項大型自由貿易協議，建立涵蓋約二十億人口、約占全球 GDP 四分之一的自由貿易區，由歐盟執委會主席 馮德萊恩 與印度總理 莫迪 於新德里共同對外宣布，協議內容包括大幅調降或取消多項貨品與服務關稅，並延伸至投資、人員流動與安全合作。另一方面美國與南韓的經貿關係則因關稅爭議升溫，美國前總統 川普 宣布將對南韓商品關稅由 15% 調升至 25%，理由在於南韓國會尚未完成相關協議立法，迫使南韓政府與執政黨加速推動特別法案，以執行對美高額投資承諾並展開密集協商，於1/28會商後宣布將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詳細]
印度與歐盟在歷經近二十年斷續談判後，正式宣布達成一項具指標性的自由貿易協議。該協議將在印度與由二十七個成員國組成的歐盟之間建立大規模自由貿易區，涵蓋人口約二十億人，經濟規模約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歐盟執委會主席 馮德萊恩 與印度總理 莫迪 於新德里共同對外宣布協議達成，歐洲理事會主席 安東尼奧・柯斯塔 亦出席相關雙邊峰會。
馮德萊恩在新德里舉行的媒體簡報會上表示，歐盟與印度已完成她所稱的「所有協議之母」，並強調這是一項具歷史意義的成果。莫迪則形容該協議為印度歷來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指出此舉將有助於擴大印度農業、小型企業、製造業與服務業進入歐洲市場的機會，同時促進創新合作。
依協議內容，歐盟與印度將大幅調降或取消多項貨品與服務關稅。歐盟方面表示，將分階段取消或調降對印度出口的化學品、機械、電機設備，以及飛機與太空相關產品的關稅。汽車關稅方面，現行最高達 110% 的稅率，將在配額制度下逐步調降至 10%，年配額為 25 萬輛，規模明顯高於印度先前提供英國的配額水準。
印度亦同意調降歐盟酒類與農產品的進口關稅，包括葡萄酒、啤酒與橄欖油。歐盟指出，該協議將有助於促進雙向投資、改善市場准入，並深化供應鏈整合。印度政府則表示，幾乎所有出口至歐盟的印度產品都將獲得優惠性准入，紡織品、皮革製品、水產品、手工藝品、寶石與珠寶等勞力密集型產業，預期可受惠於關稅調降或取消。
同時，印度也說明已審慎保留部分敏感產業，包括乳製品、穀物、家禽、黃豆粕，以及部分蔬果品項，以在擴大出口與維持國內政策優先順序之間取得平衡。茶葉、咖啡、香料與加工食品等商品，則可望因協議而提升出口條件。
除貨品與服務貿易外，雙方亦同意建立人員流動架構，放寬短期專業人士往返印度與歐盟的限制。此外，協議亦納入安全夥伴關係，並與防務、供應鏈韌性及產業合作相互呼應。
此一協議達成的時點，正值印度與歐盟同時承受來自美國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壓力。印度近年面臨美國對其出口商品加徵高關稅的情況，而歐盟亦曾因地緣政治爭議，與美國在貿易與戰略議題上出現摩擦。馮德萊恩指出，這項協議展現兩大經濟體選擇以合作回應全球挑戰，並傳達支持貿易協定、反對單邊關稅措施的政治訊號。柯斯塔亦表示，該協議向國際社會釋放明確訊息，即印度與歐盟更重視貿易合作而非關稅對抗。
專家指出，該協議有助於支撐印度受美國關稅衝擊較大的產業，例如蝦類養殖、紡織品、寶石與珠寶。不過，也有分析認為，印度製造業在環境規範與碳相關標準方面，仍需加強因應歐盟嚴格的制度要求。相關學者表示，這對印度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推動產業升級的契機。
對歐盟而言，該協議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升高之際，提供更高程度的政策穩定性與市場安全感。分析指出，德國與法國預期將成為主要受益國，但歐盟內部普遍將此協議視為深化雙邊關係的重要基礎，而非終點。
該協議仍須經歐洲議會及各成員國批准後，方能正式簽署，預期將於今年稍晚完成相關程序。儘管歐盟近期與南美洲 Mercosur 集團的協議在歐洲議會遭遇阻礙，但外界普遍認為，印度協議在敏感議題上的爭議相對較低。
除貿易外，印度與歐盟也同步推進安全、防務與氣候行動相關對話。印度國防部長 拉傑納特・辛格 已與歐盟執委會副主席 卡雅・卡拉斯 討論雙邊防務合作、供應鏈整合及未來防衛能力發展。雙方並正研擬涵蓋海事安全、網路威脅與防務對話的安全與防務夥伴關係草案。
目前，歐盟已是印度最大的貨品貿易夥伴，雙邊貨品貿易額於 2024 至 2025 年間達到 1,360 億美元，十年間幾乎倍增。印度與歐盟的自由貿易談判最早於 2007 年啟動，2013 年一度停滯，並於 2022 年正式重啟。歐盟外交官指出，美國前總統 川普 推動的高關稅政策，成為促使協議在最後階段加速完成的重要外在因素。
近年來，印度亦密集完成多項貿易協定，包括與英國、阿曼、紐西蘭的協議，以及與瑞士、挪威、冰島與列支敦士登組成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之協定；並已於 2022 年與澳洲完成貿易協議。

在印度與歐盟宣布完成大規模自由貿易協議、選擇以制度化合作深化經貿關係的同時，美國則持續以關稅作為主要談判工具，對其盟友施加即時且具壓力的政策訊號。此一差異，在美國與南韓近期的貿易互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美國總統 川普 日前宣布，將對南韓出口至美國的商品關稅由原先的 15% 調升至 25%。川普指出，此一決定係因南韓國會尚未批准雙方於去年 7 月達成的貿易協議，認為首爾方面未能依協議進度行事；他並表示，美方已迅速履行自身承諾，但南韓的立法程序進展緩慢。
在關稅威脅提出後，南韓執政的共同民主黨隨即表態，將於 2 月底前完成與美韓貿易協議相關的特別法案立法程序。該法案主要目的，在於建立由國家主導的投資管理機構，以負責南韓承諾對美國投資 3,500 億美元的整體規劃與執行，其中部分資金將投入造船等關鍵產業。
共同民主黨發言人指出，目前已有五項相關法案送交國會審議，且由於執政黨與在野的國民力量黨均提出對應法案，預期可加速通過進程。現階段，執政黨於 300 席國會中掌握 162 席，在野黨則握有 107 席，尚有少數席次懸缺。
南韓總統府表示，已召開跨部會會議評估川普宣布調升關稅後的可能因應作為，並重申將履行與美方既有的關稅與投資協議。南韓政府同時指出，目前尚未收到美方正式書面通知或說明，但將持續與華府保持溝通，以釐清相關立場。
南韓財政部表示，將隨時向美方說明國會立法進度；產業通商資源部亦確認，部長金正寬將前往華府，與美國商務部長 霍華德・盧特尼克 就貿易與投資議題進行會談。
市場方面，川普提出關稅調升後，南韓汽車製造商現代與起亞股價一度明顯下挫，但隨後跌幅收斂；整體股市亦出現反彈。分析認為，投資人對關稅是否立即全面實施仍抱持觀望態度，部分原因在於美韓雙方仍保有協商空間，且南韓代表團已積極展開赴美溝通行程。
回顧美韓協議內容，雙方於去年 10 月已就投資與關稅安排達成共識，並於隔月同意，美方將在南韓啟動國會批准程序後，逐步調降部分商品關稅。目前該協議仍處於國會審議階段，南韓媒體普遍預期可於 2 月完成立法。
在更廣泛的國際背景下，美國近期亦多次以關稅作為對外政策工具，對加拿大、歐洲國家及其他貿易夥伴提出高額關稅威脅，即使部分措施隨後調整，仍對盟友關係與市場信心造成影響。
相較之下，印度與歐盟選擇透過長期談判完成自由貿易協議，並同步推進安全與制度性合作，被視為另一種回應全球貿易不確定性的路徑。南韓在美國關稅壓力下加速立法與投資承諾的過程，也突顯當前國際經貿環境中，不同經濟體在合作與施壓之間所面臨的結構性差異。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6/1/27/india-eu-agree-on-mother-of-all-trade-deals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rrnee01r9jo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wyw3ynwe37o
https://www.cnbc.com/2026/01/27/south-korea-scrambles-to-pass-us-investment-bill-after-trump-threatens-higher-tariff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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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近期歐洲多國在對中政策上呈現出兼顧經貿合作與國家安全的審慎取向，英國與芬蘭相繼展開高層訪中行程，顯示歐洲部分國家正以更務實、分議題的方式調整對中政策。
英國方面，施凱爾訪中期間宣布英國公民可赴中短期免簽、威士忌進口稅率下調，並啟動服務貿易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同時由英國藥廠 阿斯特捷利康 宣布在中國的大規模投資計畫。這些措施被定位為循序推進的經貿安排，意在改善企業營運條件，但英國國內仍圍繞國安與對中立場存在高度政治爭論，顯示其對中政策同時承受外交現實與內部壓力。
芬蘭則將重點放在能源轉型與技術合作。歐波訪中期間，芬中簽署新的能源合作備忘錄，聚焦清潔能源、智慧能源系統與能源創新，並結合示範計畫與企業交流，為芬蘭能源技術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制度支撐。習近平亦公開表態歡迎芬蘭企業在中國市場發展，凸顯雙方以產業與氣候政策作為合作主軸的低政治敏感度路線。
英國與芬蘭雖採取不同切入點，但皆展現出避免全面對抗、改以分議題深化合作的共同方向。此一發展反映歐洲國家在多極化國際環境下，嘗試在安全顧慮與經濟、產業利益之間，建立更具彈性的對中互動模式。

[詳細]
2026 年初，英國與芬蘭幾乎同步展開高層訪中行程，並在北京與中國領導層進行密集互動，清楚反映歐洲主要國家在外交、經貿與能源轉型等層面，正逐步調整其對中政策取向。英國首相 施凱爾 與芬蘭總理 歐波 先後訪問中國，兩國雖在政策重點與產業結構上有所差異，但皆採取以務實合作為核心的互動路線，並嘗試在國家安全顧慮與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可控的平衡。
在英國方面，施凱爾訪中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及國務院高層會晤，並對外宣布多項具象徵性與實質意義的安排。其一為英國公民赴中國短期停留不超過 30 天可適用免簽待遇，其二為英國出口至中國的威士忌進口稅率調降，其三則是啟動英中服務貿易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同時，總部設於英國的跨國製藥企業 阿斯特捷利康 宣布，將於 2030 年前在中國投資約 150 億美元，擴充製造基地、研發能量與先進治療技術。英國政府將這一系列成果定位為循序推進的制度性調整，意在為英國企業創造較具可預期性的中國市場環境，而非追求立即性的全面自由貿易突破。
然而，英國對中政策的複雜性，同時也體現在其國內政治與安全辯論之中。就在首相訪中前夕，英國政府批准中國於倫敦 Royal Mint Court 興建規模龐大的新使館園區，引發國會、地方居民與安全政策圈的高度爭議。政府一方面引用情報機構評估，認為潛在風險可透過既有制度與配套加以管理，另一方面則強調都市計畫審查無法處理間諜活動或政治行為本身。此一背景使英國對中互動呈現出對外推動經貿合作、對內承受高度政治與安全審視的雙軌狀態，也使施凱爾的北京行程被視為務實外交與國內壓力交織下的結果。
相較之下，芬蘭此行的政策主軸則更明確聚焦於能源轉型與產業技術合作。歐波訪中期間，芬蘭與中國在北京正式簽署新的能源合作備忘錄，延續 2023 年既有合作架構，並進一步聚焦清潔能源、智慧能源系統與能源創新三大領域。合作內容涵蓋生質能、廢棄物能源化、分散式發電、能源儲存、氫能、智慧供熱與冷卻系統、二氧化碳捕捉，以及能源系統數位化與電網調度能力提升。該備忘錄除具備政策層級的象徵意義外，也明確指向示範計畫與地方層級實作，為芬蘭清潔能源技術進入中國市場提供制度支撐。
在高層政治訊號方面，習近平於會晤歐波時公開表示，歡迎芬蘭企業在中國「廣闊市場中自由發展」，並強調中方願意與芬蘭深化互信、強化溝通與經濟合作。雙方亦就能源轉型、農業與林業等領域進行討論，並將芬中關係置於多邊體系與國際秩序的脈絡中加以詮釋。歐波此行隨團包括二十多家芬蘭企業高層，產業橫跨機械、林業、創新科技、清潔能源與食品產業，顯示芬蘭政府嘗試透過高層外交，直接為企業對中布局鋪設政策與實務通道。
將英國與芬蘭的訪中行程並置觀察，可以看出歐洲國家在面對中國時，正逐步形成以「分議題深化合作」為特徵的互動模式。英國較著重於服務貿易、金融與跨國企業投資，同時承受較高的國安與政治辯論壓力；芬蘭則以能源與氣候政策為切入點，結合技術優勢與示範計畫，降低政治敏感度。兩國路徑雖不相同，但共同點在於皆未選擇全面對抗，也未忽視風險，而是嘗試在多極化的國際環境中，為自身產業與長期政策目標爭取可操作的外交與經貿空間。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keir-starmer-china-british-prime-minister-kemi-badenoch-b2909201.html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m2xwp37dmgo
https://valtioneuvosto.fi/en/-/1410877/finland-and-china-continue-to-develop-cooperation-in-energy-sector-new-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signed-in-beijing?__cf_chl_tk=7hORVc799epEni6iqxsAyy.ThomzflNqX7j3L4mOExo-1769736006-1.0.1.1-3GFH3G5ccc53UpDraUljQlmw6jL7glQ8PNdjB2CemkQ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6/1/27/chinas-xi-jinping-signals-deeper-ties-with-finland-during-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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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全球海平面於本世紀將持續上升，但其變化具有明顯的空間差異。在冰川快速退縮的地區，冰量減輕引發地殼回彈，使當地相對海平面可能下降，但在非極地地區海平面上升將高於過往預期。最新研究顯示，暖化融冰造成海平面下降在格陵蘭將尤為顯著，推估至 2100 年，部分沿岸地區的相對海平面可能下降約 1 至接近 4 公尺。此一變化源於冰蓋消融所造成的地殼回彈與重力吸引力減弱，且地函回應速度快於傳統認知，近期極地地貌觀察已發現肉眼可見程度之海平面下降變化。相關影響將波及港口通航、沿岸生態系與基礎設施規劃，其程度高度取決於未來溫室氣體排放情境。

[詳細]
過往多將海平面變化視為長時間尺度下的緩慢過程，近年極地研究則顯示，冰體快速融化所引發的地貌負載變化，可能在數十年間加速相對海平面的變動。在此背景下，本世紀全球平均海平面勢必持續上升，但其變化幅度與方向將呈現顯著的空間差異。在冰川快速退縮的地區，原本承受巨大重量的地殼隨著冰量減輕而產生回彈，使得即使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當地相對海平面仍可能出現下降。最新研究指出，此現象在格陵蘭尤為明顯。格陵蘭冰蓋融化約占目前全球海平面上升量的五分之一，而相關研究顯示，其部分沿岸地區的地殼回彈幅度高於先前預期，推估至 2100 年，相對海平面可能下降約 1 至接近 4 公尺，且以西部與南部地區最為顯著，該區同時為格陵蘭的經濟與文化核心。研究指出，海平面下降將直接影響港口通航條件，甚至可能迫使地方重新規劃港口設施。此一現象主要源於格陵蘭冰蓋龐大的質量，其面積約為德州的三倍，部分厚度超過 3 公里，長期將下方地殼壓低；隨著冰蓋融化，地殼回彈使相對海平面降低。此外，冰蓋對周邊海水具有重力吸引作用，當冰量減少，該吸引力隨之減弱，海水重新分布並向外移動，進一步強化當地海平面下降的趨勢。傳統觀點認為，僅有地殼能在數十年間對負載變化作出反應，而地函因黏滯性高，其調整需歷經數千年；然而，GPS 觀測顯示格陵蘭基岩上升速度明顯快於既有假設，顯示地函流動在數十年間即開始顯著回應。當研究模型納入此一加速的地函流動後，推估格陵蘭周邊海平面下降幅度將比傳統模型高出約 25% 至 65%。此結果亦與地質證據相互呼應，例如約 14 至 19 世紀的小冰期期間，冰川體積與海平面曾出現快速變動，可能與維京人離開格陵蘭的歷史背景相關。上述發現有助於深化對格陵蘭未來地貌與海平面變化的理解，並可作為解讀其他地區古地質紀錄的重要參考。在實務層面，地殼回彈將導致港灣與航道基岩抬升，增加航行風險，潮間帶的貝類、海藻與甲殼類生態系亦可能因水位下降而暴露於空氣中。未來影響程度仍高度取決於溫室氣體排放情境；若排放持續增加，靠近快速退縮冰川的海域至 2100 年可能出現接近 3.8 公尺的相對海平面下降，若升溫控制在約 2°C，下降幅度則可限制在約 0.5 公尺。現階段格陵蘭部分海岸仍呈現海平面上升，但隨著冰量持續流失，趨勢預期將逐步轉變，且在部分地區已可直接觀察到海岸線延伸的現象，顯示當地已需面對調整生活型態與基礎設施的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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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代理型人工智慧與大型語言模型的結合，正使資訊操弄進入以「惡意 AI 群體」為核心的新階段。此類群體由多個可自主協調的 AI 代理組成，能長期維持身分、即時適應人類與平台回饋，並以極低成本滲透社群、製造看似自然的共識。作者認為，在既有高度碎裂且信任下滑的民主資訊環境中，AI 群體可能透過合成共識、分眾敘事、長期資料污染與協調式騷擾，削弱集體判斷的獨立性、侵蝕公共論辯基礎，進而對民主制度造成系統性風險。面對此一威脅，文章主張治理重點應放在提升平台與社會的韌性，而非全面撤離數位空間，包括即時偵測協調行為、強化來源正當性、調整市場誘因，以及建立跨國的研究與監測機制；透過提高操弄成本與可被揭露性，民主社會仍有機會在維持創新與言論空間的前提下，回應 AI 賦能資訊戰帶來的挑戰。

[詳細]
隨著代理型人工智慧與大型語言模型的快速發展，資訊操弄已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生成式模型能在不降低可信度的情況下，大量產製具說服力的內容，甚至生成被評為比人類撰寫更像人類的錯誤資訊。原本設計用於強化推理品質的技術，也可能被挪用來建構更具說服力的虛假敘事。在此脈絡下，作者提出「惡意 AI 群體」的概念，指的是由多個可自主協調的 AI 代理所組成的系統，能長期維持身分、共享目標、即時適應人類回應與平台演算法，並以極低的人力成本滲透線上社群。這類系統透過模仿人類社會互動與意見形成機制，對民主制度構成實質威脅，其風險來源不僅來自技術本身，也與平台設計、市場誘因與治理失靈密切相關。
文章將此威脅置於更長期的歷史與制度背景中理解。作者指出，民主社會的資訊生態系早已因多次傳播科技變革而承壓，從印刷術、廣播媒體到社群平台，每一次轉變都重塑公共領域的結構。當前的數位環境雖降低了發聲門檻，卻也促成高度碎裂與極化，使資訊操弄更容易擴散。相較於過往由人類主導的協調式不實行為，AI 驅動的影響操作在成本、速度與迭代能力上具有顯著優勢，使選舉干預與輿論操縱不再只是理論風險，而是已在多個民主國家實際出現的現象。
在能力層面，作者詳細描述惡意 AI 群體與傳統機器人網路的差異。這些群體可透過去中心化的即時協調，同步更新敘事框架，同時在語氣、內容與行為節奏上維持高度異質性，以降低被偵測的機率。藉由分析社會網絡結構，代理能鎖定特定社群與脆弱族群，並依其文化與情緒特徵量身打造訊息。此外，群體可即時蒐集互動回饋，進行大規模的微型實驗，迅速擴散效果最佳的內容版本，並以全天候、長期存在的方式嵌入社群，逐步改變語言使用、象徵符號與群體認同。
作者進一步分析這些能力如何轉化為對民主的系統性傷害。在高度碎裂的資訊環境中，AI 群體能製造跨社群同步出現的敘事，營造看似廣泛支持的「合成共識」，使公民依循社會線索而非證據更新立場，削弱集體判斷所仰賴的獨立性。當人工製造的共識被誤認為多數意見，公民又進一步轉傳相關內容時，操弄效果將被放大。此外，針對不同社群打造的分眾敘事可能形成彼此隔離的現實版本，使跨立場理解與協調更加困難。更長期的風險在於，透過大量低品質但高重複性的內容污染網路資料，AI 群體可能影響未來模型的訓練過程，使捏造的敘事被固化於 AI 系統之中，動搖民主社會賴以進行理性討論的知識基礎。
文章同時指出，惡意 AI 群體也能以極低成本發動持續且高度客製化的合成騷擾，對政治人物、學者、記者與異議者造成心理與職業壓力，迫使其退出公共討論。隨著使用者逐漸意識到線上言論中 AI 生成內容的比例提高，對平台與他人的信任可能進一步下滑，恐懼、不確定與懷疑隨之擴散，導致公共領域萎縮或轉向封閉社群，對民主參與形成長期負面影響。
在回應策略上，作者主張治理重點應放在提升系統韌性，而非單純依賴平台退出或全面封禁。技術防禦的目標並非完全消除風險，而是提高操弄行為的成本與可被揭露性。建議措施包括即時監測協調行為、強化來源與行為的可驗證性，以及透過公開稽核避免偵測工具被政治化使用。由於市場誘因往往鼓勵高互動量內容，單靠自願承諾難以奏效，仍需結合商業與制度工具，削弱大規模操弄的獲利空間。作者對國家主導的反制 AI 措施保持高度警惕，強調任何介入都必須建立在透明、可審計且具民主問責的治理架構之上。
文章最後指出，未來數年是塑造 AI 賦能資訊操作走向的關鍵時期。若能及早部署行為偵測、模型壓力測試、跨國觀測與研究協作機制，民主社會仍有機會在不犧牲創新與言論空間的前提下，維持公共論辯所需的信任、獨立性與制度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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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Nature》的大型實證研究，探討人工智慧在學術研究中的擴散，如何同時改變研究者個人表現與整體科學生態。研究分析 1980 年至 2025 年間超過 4,100 萬篇、橫跨多個自然科學與醫學領域的論文，並以人工智慧模型辨識出約 31 萬篇可能使用人工智慧工具的研究。結果顯示，採用人工智慧的研究者在論文產出、被引用次數及學術升遷上皆具明顯優勢，其論文平均每年被引用次數接近未使用者的兩倍，個人發表量約為三倍，被引用總數則接近五倍，初階研究人員留在學術界並成為研究領導者的機率亦較高。
然而，研究同時指出，這種個人層面的效率提升，伴隨科學整體探索結構的收斂。人工智慧驅動的研究在主題分布上較為集中，涵蓋的知識範圍比傳統研究少約 4.6%，顯示研究議題更傾向聚集於既有且熱門的問題。此外，相關論文在學術引用網絡中的互動程度降低約 22%，更多研究圍繞少數高影響力的代表性成果展開，使不同研究之間的連結與累積受到削弱。研究作者與受訪學者因此提醒，人工智慧雖有助於放大個別研究者的學術影響力，卻可能同時改變科學知識生成的集體動態，對長期研究多樣性與創新路徑構成值得關注的挑戰


[詳細]
隨著 ChatGPT 等人工智慧工具迅速擴散至商業與學術場域，一種廣泛流傳的說法逐漸成形，也就是人工智慧本身未必會取代研究人員，但善用人工智慧的研究者，可能在競爭中取得顯著優勢。近期發表於《Nature》的研究即顯示，這種差距已經實際出現，並且正在形塑學術界中的「贏家」與「落後者」。
該研究被描述為目前規模最大的相關分析之一。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早期機器學習方法，或近年大型語言模型，只要研究者在工作中採用人工智慧工具，其發表論文數量、被引用次數，以及晉升至學術領導角色的速度，皆明顯高於未使用人工智慧的同儕。換言之，人工智慧的導入，對個別研究者的學術產出與職涯發展具有顯著正向關聯。
然而，文章同時強調，這些個人層面的好處，可能伴隨整體科學發展的代價。研究指出，人工智慧驅動的研究更容易集中於既有且高度擁擠的研究議題，導致科學探索的主題範圍縮減。此外，這類研究也使得學術文獻之間的連結程度下降，越來越少研究真正回應、延伸或整合彼此的成果。
耶魯大學人類學家 Lisa Messeri 對此提出嚴厲警告，認為相關結果足以敲響警鐘。她指出，當一項工具對個人有利，卻可能傷害科學本身時，學界有必要嚴肅反思人工智慧應被如何使用，以及其制度性後果。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團隊蒐集了 1980 年至 2025 年間，橫跨生物、醫學、化學、物理、材料科學與地質學等領域，超過 4,100 萬篇論文。研究者同樣運用人工智慧模型，訓練系統掃描論文標題與摘要，篩選出可能使用人工智慧工具的研究，最終辨識出約 31 萬篇相關論文，作為後續分析樣本。
分析結果顯示，自 1980 年代至今，使用人工智慧的論文，其每年平均被引用次數幾乎為未使用者的兩倍。採用人工智慧的研究者，其論文發表量約為其他研究者的三倍，被引用次數則接近五倍。對於初階研究人員而言，使用人工智慧亦與較低的學術流失率，以及較高的成為成熟研究領導者的機率相關。
但當研究團隊進一步檢視人工智慧研究所涵蓋的主題分布時，發現其探索範圍比傳統研究少了約 4.6%。文章解釋，這種集中現象可能來自回饋循環：熱門研究問題往往伴隨龐大資料集，使人工智慧工具特別適用，而透過人工智慧取得的進展，又進一步吸引更多研究者投入相同議題。研究共同作者、芝加哥大學計算社會科學家 James Evans 形容，研究者在此過程中如同「群居動物」，傾向追逐相同方向。
此種集中化也反映在文獻引用網絡中。理想狀態下，新知識通常建立於密集交錯的引用關係之上，但人工智慧驅動的論文，其後續研究互動程度降低約 22%，更多研究圍繞少數「明星論文」運作。清華大學共同作者徐鳳麗以 AlphaFold 為例指出，當研究注意力被這類指標性成果吸引時，研究者往往只思考如何在既有成果上競逐，卻忽略尚未被探索的研究領域，導致整體科學版圖的多樣性受到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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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人工智慧加速氣象預報與氣候模擬的發展，透過直接學習觀測資料，在降低計算成本的同時提升預測效能，使高階模擬逐步成為一般研究者可用的工具。隨著用電需求與減碳壓力增加，核能重新受到重視，小型模組化反應爐與新型反應爐設計持續推進，核融合亦展現長期潛力。量子運算則在量子錯誤校正與量子位元穩定度上取得實質進展，硬體逐漸成形，研究重心轉向具體應用與實際問題的解決。

[詳細]
AI 驅動的氣象與氣候科學�近年來，人工智慧已快速進入氣象預報與氣候模擬領域，顯著提升預測速度與準確度。相較於傳統仰賴龐大數值模式與高效能運算的天氣預報系統，新一代 AI 模型能直接從氣象站、衛星等原始資料學習，大幅降低計算成本，同時維持甚至超越既有系統的表現。從颶風路徑與強度的提前預測，到可在桌上型電腦運行的端到端預報模型，再到結合大氣、海洋與極地資訊、可模擬數百年至千年尺度的氣候系統，AI 正使過去僅限於超級電腦的模擬工作，逐步成為一般研究者可自行操作的研究工具。
次世代核能發展�隨著 AI 與資料中心用電需求快速攀升，加上各國對低碳能源的迫切需求，核能再度成為能源轉型的重要選項。其中，小型模組化反應爐因建置成本較低、工期較短、輸出功率具彈性，受到多國關注並陸續推動示範計畫。除傳統裂變技術的改良型設計外，熔鹽反應爐等新型系統也在研發中，目標在於提升燃料效率並降低廢棄物風險。另一方面，核融合技術在近年於能量輸出與運轉穩定度上持續突破，雖距離商轉仍需時間，但其具備長期提供安全、充足且潔淨能源的潛力，已吸引政府與新創企業投入大量資源。
量子運算的實質進展�量子運算長期被視為可突破傳統電腦極限的工具，近年最大進展來自於量子錯誤校正與量子位元壽命的改善。研究團隊已成功展示具備錯誤校正能力的邏輯量子位元，並透過材料與製程優化，將量子位元的穩定時間提升至毫秒等級，使實際可用的量子處理器規模大幅下降至數萬量子位元的可行範圍。除超導量子電腦外，以中性原子為基礎的架構也快速成熟，具備較佳的可擴展性，已展示數千量子位元、長時間運作的系統。隨著硬體逐步成形，研究重心正轉向如何設計具意義的量子電路與應用，探索量子運算在科學與工程問題上的實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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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人工智慧正同時從終端裝置型態與關鍵硬體供應兩個面向，重塑消費性電子產業的結構。智慧型手機雖長期作為人類與數位世界互動的主要入口，並由蘋果與谷歌形成高度穩定的雙頭壟斷體系，但在人工智慧時代，這一地位正面臨來自內外部的多重壓力。一方面，OpenAI、Meta 與亞馬遜等業者嘗試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發展智慧眼鏡、語音導向裝置與可穿戴式硬體，試圖重新掌握使用者互動介面與資料流向；另一方面，人工智慧資料中心對高頻寬記憶體的龐大需求，正導致記憶體產能與資本加速轉向高獲利用途，使傳統消費性電子所需的標準型記憶體供應趨於緊縮，成本顯著上升。
在此背景下，智慧型手機所承受的挑戰，已超越單純的產品競爭層次，並深受半導體供應鏈重組影響。記憶體價格上揚、先進製程資源被人工智慧晶片吸收，以及代工產能配置改變，正逐步削弱智慧型手機的經濟優勢，也加速產業內部分化。具備規模與整合能力的企業相對具備承受空間，中小型製造商與高度依賴電子零組件的產業則面臨更大壓力。長期而言，人工智慧對消費性電子產業的關鍵影響，在於價值與利潤向資料中心與平台集中，終端裝置由核心價值所在，轉為多個互動入口之一。未來競爭的焦點，將落在誰能在人工智慧主導的供應鏈與資料架構中，持續掌握關鍵零組件、運算能力與使用者關係。



[詳細]
人工智慧浪潮正同時從「終端裝置型態」與「關鍵硬體供應」兩個層面，重塑消費性電子產業的基本結構。《經濟學人》於 2026 年初接連發表的兩篇專題文章，分別聚焦智慧型手機在人工智慧時代是否仍能維持核心地位，以及記憶體短缺對整體電子產業造成的連鎖衝擊。若將兩者合併觀察，可以發現智慧型手機所面臨的挑戰，並非單一產品週期或使用者偏好轉變所致，而是源自人工智慧對產業價值分配與資源配置邏輯的全面重塑。
在裝置層面，智慧型手機於過去二十年間，幾乎壟斷了人類與數位世界的互動方式，並形成以蘋果公司與谷歌為核心的雙頭壟斷結構。一方掌握高階硬體與封閉式生態系，另一方則透過 Android 作業系統主導絕大多數非 iPhone 裝置。這樣的結構長期穩定，甚至在搜尋引擎預設與服務整合上形成高度互補。進入人工智慧階段後，雙方並未選擇正面對抗，反而深化合作，將大型語言模型與語音助理嵌入既有生態系之中，以延續智慧型手機作為主要入口的地位。
然而，人工智慧同時也為既有秩序帶來新改變。OpenAI、Meta 與亞馬遜等公司，開始嘗試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發展不同於傳統智慧型手機的新型終端裝置，包括智慧眼鏡、語音導向裝置與可穿戴式人工智慧硬體。這些嘗試背後，反映的並非單純的硬體創新，而是對既有平台權力結構的回應。對長期受制於應用程式抽成、資料存取限制與平台規則的業者而言，重新掌握硬體與互動介面，意味著重新掌握使用者關係與資料流向。
人工智慧的快速擴張，正對消費性電子產業的關鍵零組件供應造成前所未見的壓力，其中尤以記憶體最為關鍵。智慧型手機、個人電腦與各類電子設備，長期仰賴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作為基礎元件；而人工智慧資料中心，則大量消耗技術門檻更高、單位價值更高的高頻寬記憶體。隨著資料中心建置規模迅速擴大，記憶體製造商紛紛將產能轉向高頻寬記憶體，使傳統消費性電子所需的標準型記憶體供應顯著收縮。
產能重分配對消費性電子產業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高頻寬記憶體不僅製程複雜，還需要遠高於一般記憶體的矽晶圓投入，使整體產能更加吃緊。在供應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下，基本型記憶體價格快速上揚，成為推升智慧型手機與個人電腦成本的核心因素之一。研究機構已明確指出，若此情勢持續，全球智慧型手機與個人電腦出貨量將進一步下滑，可能成為長期趨勢。
智慧型手機所承受的壓力，並非僅來自新型裝置的競爭，也同時來自供應鏈結構的根本轉變。即使短期內智慧眼鏡或人工智慧裝置仍難以全面取代智慧型手機，記憶體成本上升、先進製程資源被人工智慧晶片吸收，以及代工產能配置改變，都正在削弱智慧型手機作為「最重要終端裝置」的經濟優勢。
這樣的變化，也加速產業內部的分化。具備龐大規模、品牌溢價與供應鏈整合能力的企業，較能吸收成本上升並確保關鍵零組件供應；相對而言，中小型裝置製造商與汽車產業，因同樣高度依賴記憶體，卻缺乏議價能力，承受的衝擊更為顯著。人工智慧不僅改變產品功能與使用方式，也重新排序了不同產業與企業在半導體供應鏈中的相對位置。
從更長期的角度來看，人工智慧對消費性電子產業的真正影響，未必體現在某一種裝置是否被淘汰，而在於產業價值如何重新分配。當人工智慧模型成為運算與資料的核心，高獲利的零組件與平台將持續向資料中心與雲端集中，終端裝置則面臨利潤被壓縮、創新空間受限的結構性挑戰。智慧型手機或許仍將存在，但其在產業中的地位，已逐步從「價值中心」轉為「眾多入口之一」。
在此意義下，人工智慧正在同時改寫裝置競爭的方向與製造成本的底線。未來幾年的關鍵問題，已不再只是誰能推出下一個取代智慧型手機的產品，而是哪些企業能在人工智慧主導的供應鏈重組中，持續掌握關鍵零組件、運算能力與使用者互動的主導權。



AINNZE B £ iRt 3¢



L= ﬁﬁlﬁﬁ “?ﬁﬁﬁ"“. L|V|ng Proof

-

-

Feeiy 4

v,j DIRECTOR OF CLINICANE TRANSLATIONALRESE ch P <
VLAY ONbsﬁ)NC@MPR[H[NSIV[!CANC[RCENTER‘ U L0

breast cancer, it's a very aggressive form. And there's no treatment

. ]
FERER, GERAIERENEE. BRnZEIEE m!ﬁﬁ% . >
>> Yeah. It's a growth gene I'm ust;l;gat;t tryand create a drug to treat M 5 d ~ how to shut the bad cells off, that will lead us to a cure. <

WNIRBERIRARER, EEASGERPIEEIARSE.
BB R RS RN AR
SlamonZE ki L #tEHER-2 B AT 2% fH
R A B A I R SR A T e )
o HERRERAAEES SEZZA
e 71 - EREEESEAES - REEY
SOy 72 B AR

PR B EE R A,

. RIEEFBEEEREFRKETER—TEaBT IRERN TR




What's up, baby? >> | found a lump in my breast.

5 EET? SRR ERCENRE 8N

-

.
-

.
r

. A  Bfif AT Barbara
’ -~ > Finally, with your talent, you sho i
L3

Id be making art instead of teaching
it

i, LMFRIAZE, {REELUFEHT, MAREHEN.

Nicole  BarbaraiEllie&ZiIA[E
HETHERER  EERILER
HHERABRERHBEAS D -
B4 E R RS A

- j R, - HE ERE L BN R EEE RS

e L e ey  EREPBREFESIERERK

w2

The film shows a fast growing mass in your left breast. From the loc



:

Dt
| y .
B0} >.“ \ (
constantly threatening to cut his funding
K;ﬁﬁﬁﬁﬁ\\;ﬁhmw& ¥ '
/ ’
N N, ‘:’
. \
"
» - | —
ﬁ‘ \'--_‘,I E%iimﬂ‘]:kf ﬁﬁﬁﬁﬁ |, ERFRTRM.
L W TR 48,
he drug works and how well it works, which would lead us to step i &
seven, the ! company. They're terrified.

EMREEVARERNT, SS5I1ERMEAS T, bz LB, fhfIEE T

L 28 BB B AS Sl AR AN A ELHERR IR 45
- SERKERREVERFEE IS H LB RZZE M -
o 78 RE AN\ (5% 15 145 K i PR SR 1R [ 15

EmSEEREEEME %gu&ﬁ S RIS
BANERE - —EREZIEHEE

G &

; Ive made a decision. I'm going to raise money for your research. : / y} E ;ﬁu:\ % %Ta rti kOff.I.ﬂ?J H}J ﬁ == Eﬁ j-h E %

KEGMHRET. BITEBRNMRESEES,



0 R R\ B _.E_EIJFﬂ 1 FE TiF {3 i 26
.w/ MK
P \ e “k

*-

148 D H

h - \f- \
UCLA f

Mouse ‘Pfétem Experimer

.

o an experlmental drug. It says to call a doctor Slayman 2O 4

—ERRMEY, ERETERCRENES,

- %ﬁ:a;:na f

- Nicole A& fii#=HerceptinfE &R B LUHE
REMERLTETHEYBRIB I EERE M
\ \ | 2% - 1§.;1§§’*?ﬂ?%?ﬁmﬁknﬂﬁmmliﬁ? i
= TR b 2 S

v = E.I::IIB/\IL.\%.}QE;*L*EE % In 3L
. - ”_%EF%FEEHawmmﬁ%ﬁE%%
> | WISh we could know without an DTI!L‘IEI stuﬂy that the urug will ..
work.Butif we B FREN 4R/ IETEFDAZ &R

HEUESTHFS e EEREYEEEY. BiNEEM®S



0 R R\ B Z.E-EIJFﬂ B P e i 32 W S
l\\’/ /“\
- \ e -

*-

148 D H

UCLA f

Mouse ‘Pfétem Experimer

.

o an experlmental drug. It says to call a doctor Slayman 2O 4

—ERRNEY, FERETEEeReEE, L el

- Nicole A& fii#=HerceptinfE &R B LUHE
REMEARSHEENETERTEEER
P , 2% . éE@?lmwﬁmmm%mﬁﬁPm
= CEEUER e B ES e
-, o, E%AM%I§K$LF$ P S

worlk. But if we

T e LR - 55— HARG PR EUIR S B Herce ptl NnBEIERESE
>> I W|sh we could know wﬂhxg:ka%ﬁrf:?ﬂlstudy that the drug will T_ IE Hﬂ jt 4 E /J \ HE JE?J F DA*?( /&

BEEREE SRR EEEEESE, BNEMET




0 R R\ B Z.E-EIJFﬂ B P e i 32 W S
l\\’/ /“\
- \ e -

*-

148 D H

UCLA f

Mouse ‘Pfétem Experimer

.

o an experlmental drug. It says to call a doctor Slayman 2O 4

—ERRNEY, FERETEEeReEE, L el

- Nicole A& fii#=HerceptinfE &R B LUHE
REMEARSHEENETERTEEER
P , 2% . éE@?lmwﬁmmm%mﬁﬁPm
= CEEUER e B ES e
-, o, E%AM%I§K$LF$ P S

worlk. But if we

T e LR - 55— HARG PR EUIR S B Herce ptl NnBEIERESE
>> I W|sh we could know wﬂhxg:ka%ﬁrf:?ﬂlstudy that the drug will T_ IE Hﬂ jt 4 E /J \ HE JE?J F DA*?( /&

BEEREE SRR EEEEESE, BNEMET




®

AT E SR o 25
Al 25 38Rz

MAEYERSTER R RE
SIS EEY) e SR AR R ER PR AT I = 5 =

Jarallah et al., 2025

H_
p

g HA 28247 Z7Z 2 14 B
EXJE N 282 17 1 ot = Eb
=) Ak akiin g

synsy ) < n I
s 7 |l | 557 )\ 28

R R 3§@f§§§f PEOMEDSE PESE sl
, \IEEs E\l =+ - _.“'_ \ /"‘ FF
2 g1 65 44 S LAY =

R Y o
Sk EmEy P, B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傳統藥物開發方法長期面臨高成本、耗時長以及失敗率高昂的困境，而機器學習（ML）、深度學習（DL）及自然語言處理（NLP）等技術的導入，正大幅改變現狀。透過整合這些運算技術，研究人員得以強化藥物開發的各個關鍵階段，涵蓋標靶識別（target identification）、先導化合物優化（lead optimization）、從頭藥物設計（de novo drug design）以及藥物再利用（drug repurposing）。
在具體技術應用方面文獻特別指出 AlphaFold 在蛋白質結構預測上的突破，以及 AtomNet 在基於結構的藥物設計中的應用，這些工具顯著提升了研發效率並降低了成本。文章亦列舉具體成功案例以佐證 AI 的轉化潛力，例如 Insilico Medicine 利用 AI 設計出針對特發性肺纖維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的分子，以及 BenevolentAI 成功識別出巴瑞替尼（baricitinib）作為 COVID-19 的治療藥物。這些案例顯示 AI 不僅能加速發現過程，更能協助探索廣大的化學空間（chemical spaces），優化臨床試驗設計，成為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基礎。


人工智慧（AI）技術串聯自數據驅動到應用實踐的完整研發架構。支撐各類 AI 模型運作的核心基礎，來自多元且高度結構化的化學與生物資訊資料庫，以及相應的運算與建模工具，這些異質數據為模型訓練提供充足素材，使其能在多個關鍵應用面向中執行精準預測與分析。
在藥物發現初期的「標靶識別與驗證（Target 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階段，AI 透過基因序列與相關生物資訊的整合分析，協助鎖定並確認具治療潛力的標靶結構；
「藥物篩選（Drug Screening）」環節，模型可高效率處理大量分子資料並預測其生物活性，以提升具開發潛力化合物的篩選準確度。
「藥物設計（Drug Design）」階段後，AI 結合分子結構特徵生成新的候選藥物，加速先導化合物的發現與優化。隨著研發進程推進，候選分子的性質評估成為關鍵
「藥物化學性質預測（Physicochemical Property Prediction）」運用定量構效關係等方法分析分子的物理化學特徵，「藥物－標靶交互作用預測（Drug-Target Interaction Prediction）」整合候選藥物與標靶的特徵資訊，計算其結合親和力，作為評估藥效強度的重要依據。
在安全性與體內行為層面「藥物毒性預測（Drug Toxicity Prediction）」協助研究人員於早期辨識並排除具高毒性風險的化合物，
「藥代動力學預測（Prediction of Pharmacokinetics）」則聚焦於 ADMET 性質的整合分析，推估藥物在體內的濃度變化與代謝行為。研發流程後段進一步納入「藥物重定位（Drug Repurposing）」策略，透過 AI 重新審視既有藥物在不同標靶或疾病情境下的應用潛力，有助於降低整體開發成本並縮短上市時程，充分展現 AI 在藥物開發全生命週期中的關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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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AI 在藥物探索與開發各關鍵階段中的角色與資料流向。圖中由上而下依序對應藥物研發流程的主要環節，並強調每一階段如何結合不同型態的資料與 AI 模型進行分析與預測。
在「標的鑑定與驗證」階段，圖示以序列資料為起點，透過 AI 分析基因或蛋白質序列，推論潛在疾病相關標的及其結構特性，呼應文中所述利用多體學資料與結構預測模型加速標的確認的做法。接續的「藥物篩選」階段，AI 以大量分子結構為輸入，進行生物活性預測，協助自龐大化學空間中快速篩選具潛力的分子，對應文中虛擬篩選與深度學習模型在早期候選物發現上的應用。
在「藥物設計」階段，圖中顯示 AI 直接基於分子結構進行分析，產生候選藥物，反映文中對去 novo 藥物設計與生成式模型的描述。其後的「理化性質預測」則以候選分子為輸入，透過 AI 與 QSAR 等模型預測溶解度、脂溶性或電離常數等關鍵性質，作為後續優化與篩選依據。
「藥物－標的交互作用預測」階段呈現候選藥物與標的同時作為輸入，由 AI 推估結合親和力，對應文中對藥物－標的交互作用與結合強度預測模型的說明。接下來的「毒性預測」與「藥物動力學預測」分別顯示 AI 針對候選藥物評估潛在毒性風險，以及預測 ADMET 相關行為，反映文中強調以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模型提早排除高風險分子的策略。
最下方的「藥物再定位」階段，圖中區分以標的為核心與以疾病為核心的再定位途徑，說明 AI 可整合既有藥物資料，探索新的治療適應症，呼應文中以深度學習與多體學資料支持藥物再利用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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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人工智慧（AI）輔助藥物開發流程在時程與策略上的比較，將整個研發週期劃分為「發現」（Discovery）與「開發」（Development）兩大主軸，並詳細列出從標靶識別至最終核准的各個階段。
圖表上半部描繪傳統藥物研發路徑。在此模式下，標靶識別與驗證（Target 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主要依賴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尋找致病標靶，耗時約 1 至 5 年。隨後的先導化合物生成（Lead generation）、先導化合物優化（Lead optimization）以及臨床前試驗（Preclinical）階段，分別需耗時 1-2 年、2-3 年及 2-3 年。進入臨床開發階段後，第一至第三期臨床試驗（Clinical studies）旨在評估藥物於人體的療效與安全性，此過程最為漫長，需歷時 6 至 10 年，最終的 FDA 審查與核准則需約 1.5 年。
圖表下半部則呈現導入 AI 技術後的優化流程，顯示出顯著的時間縮減。在標靶識別階段，透過 AI 輔助的標靶蛋白結構預測技術，將尋找致病標靶的時間縮短至 1 至 2 年。在先導化合物生成階段，利用虛擬篩選（Virtual screening）識別藥物分子，僅需約 1 年；而後續的優化與毒性預測（Bioactivity and Toxicity prediction）則將時間控制在 1 至 2 年。臨床前試驗階段透過臨床試驗配對（Clinical trial match）技術，亦縮短至 1 至 2 年。
在耗時最長的臨床試驗階段，AI 的應用轉向臨床試驗結果預測（Clinical trial outcome prediction）與運營效率的提升，成功將此階段的週期壓縮至 4 至 7 年。儘管最終的監管審查時間（Review and FDA approval）維持不變，但透過各階段的 AI 介入，藥物從發現到上市的整體研發週期大幅縮短。此圖直觀地論證 AI 技術在加速新藥開發、特別是在早期發現與優化臨床試驗設計方面的具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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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多體學（Multi-Omics）數據經由人工智慧模型整合後，應用於精準醫療與藥物開發的轉化流程。圖表頂層羅列了構成生物系統複雜性的多維度數據來源，涵蓋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基因組學（Genomics）、轉錄組學（Transcriptomics）、蛋白質組學（Proteomics）及代謝組學（Metabolomics）。這些數據層次分別代表了從遺傳指令的調控、轉錄、轉譯到最終代謝產物的完整生物學訊息，提供了理解疾病發生與進展的基礎素材。
為了有效解析這些龐大且異質的生物資訊，圖表中層展示了關鍵的「數據整合 AI 模型」（AI Models for Data Integration）。透過機器學習模型（Machine learning models）、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與基於網絡的方法（Network-based Approaches），研究人員能夠跨越單一數據層次的限制，將多源數據進行高維度的融合與分析，從中提取出單一組學無法揭示的複雜生物特徵。
此整合過程最終導向圖表底層的三大核心應用領域。首先是「疾病機制發現」（Disease Mechanism Discovery），藉由系統生物學觀點解構致病路徑；其次為「藥物標靶識別」（Drug Target Identification），精準鎖定具治療潛力的分子標的；最後則是「藥物重定位」（Drug Repurposing），利用已知藥物與疾病特徵的關聯性，挖掘老藥新用的可能性，從而加速新療法的開發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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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小分子藥物在癌症免疫治療中扮演的新興角色，並呈現其從傳統開發模式轉向人工智慧優化之發展歷程 1。癌症免疫治療的核心目標在於驅動疾病緩解，傳統上依賴過繼性細胞療法、細胞因子療法、癌症疫苗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等製劑 2。小分子免疫調節劑定義為分子量介於 $0.1$ 至 $1\text{ kDa}$ 的化學化合物，其相較於單株抗體等生物製劑具備顯著的藥理優勢，例如優異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在生理條件下更高的穩定性，以及與細胞內標靶接合的能力 333333333。此外，這類藥物具有良好的組織滲透性（特別是在實體腫瘤中）、結構上的化學可調性與較低的生產成本，使其成為生物製劑之外極具潛力的補充或替代方案 。藉由人工智慧技術的導入，小分子藥物的開發效率獲得進一步提升，其優勢涵蓋更迅速的藥物篩選時程、更高的化學多樣性、精確的標靶特異性以及多標靶優化能力 5。AI 驅動的設計方法提高成本效益與適應性，更強化了開發精準且個人化免疫調節療法的可行性 。




小分子藥物在癌症免疫治療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並展示了人工智慧（AI）如何優化這些藥物的研發流程 。
治療路徑與臨床目標
圖表上方描繪了癌症患者（Patient with cancer）接受免疫治療（Immunotherapy）後進入緩解（Remission）的路徑 。免疫治療旨在增強或恢復人體免疫系統識別並清除腫瘤細胞的能力，是推動疾病緩解的核心手段 。
藥物分類與發展趨勢
圖中將免疫治療藥物分為三個範疇 ：
現有的免疫治療製劑：包含細胞過繼療法（Adoptive T cells）、細胞因子（Cytokines）、癌症疫苗（Vaccines）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Checkpoint inhibitors） 。
傳統小分子藥物：指分子量介於 0.1 至 1 kDa 的化學化合物 。
AI 驅動的小分子藥物：代表透過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技術優化的新型開發模式，旨在克服傳統研發的局限性 。
小分子藥物的核心優勢
相較於單株抗體等大型生物製劑，小分子藥物在免疫調節中展現了獨特的藥理特性 ：
藥代動力學特性：具備良好的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bioavailability），且在生理環境中更趨穩定 。
組織與標靶接合能力：具備優異的組織滲透力，能有效進入實體腫瘤內部，並與細胞內（而非僅限於細胞表面）的目標標靶接合 。
研發與應用彈性：化學結構可高度調整（Chemically tunable），且生產成本較低、研發時程較短，並易於發展聯合療法 。
AI 對研發的轉型推動力
AI 技術的介入賦予了小分子藥物開發超越標準流程的競爭力 ：
研發時程加速：顯著縮短從發現到臨床前試驗的時程 。
藥物設計優化：提高化學多樣性、標靶特異性，並實現涵蓋多個參數的多目標優化 。
成本效益與適應性：提升資源利用率，並能靈活適應不同的臨床治療需求 。
AI 驅動的開發系統透過預測 ADMET（吸收、分佈、代謝、排泄及毒性）譜圖，協助優化候選藥物的安全性與有效性，從而推動精準免疫治療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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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加速標靶識別與發現：利用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自動分析龐大的生物醫學文獻與專利數據，提取藥物-標靶相互作用（DTIs）與基因-疾病關聯，有效加速假設生成與候選標靶的優先排序 。
優化分子設計與生成：深度學習中的生成模型（如 VAEs 與 GANs）能從頭設計（de novo design）具備特定藥理特性的新型分子 2222。結合強化學習（RL）演算法，可針對結合親和力、藥物相似性及合成可及性進行迭代優化 3333。
精準預測生物活性與結合親和力：透過圖神經網路（GNNs）或轉換器（Transformers）架構，AI 能準確模擬蛋白質與配體間的相互作用，並預測半抑制濃度等關鍵藥理參數 。
提前評估 ADMET 與藥代動力學：在進入昂貴的臨床試驗前，AI 平台（如 ADMET-AI 或 Deep-PK）能快速評估數百萬個化合物的吸收、分佈、代謝、排泄及毒性（ADMET）指標 。
---------------
提供化學機制見解：透過特徵歸因工具（如 SHAP 或 LIME），XAI 能量化每個分子描述符或原子節點對預測結果的貢獻度 。這協助藥物化學家識別關鍵的藥效團（pharmacophores）或毒性團（toxicophores），以引導後續的導向化合物優化 。
驗證生物學假設：XAI 能將複雜的神經網路決策轉化為人類可理解的生物學解釋，協助研究人員確認模型是否捕捉到了真實的結構-活性關係（SAR），而非僅是數據中的偽相關性 。
提升決策透明度：在處理高維度的組學數據進行免疫基因組分層時，XAI 技術能說明決策背後的分子決定因素，提升模型在臨床實踐中的可用性 。
建立臨床與監管信任：對於藥物監管機構（如美國 FDA 或歐洲 EMA）而言，透明且可解釋的模型對於評估預測結果的可靠性及確保患者安全係不可或缺的 。
推動精準醫療與患者分層：藉由整合多組學（Multi-omics）數據與影像資料，AI 模型能將患者區分為不同的免疫亞型（如免疫「熱」或「冷」腫瘤），進而預測個體對特定免疫調節療法的反應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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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ADMET: 
Absorption, Distribution, Metabolism, Excretion, Toxicity

人工智慧在「小分子癌症免疫調節藥物開發」中的核心角色與各功能模組之間的關聯。圖中央為 AI 驅動的核心引擎，外圍環狀結構則代表 AI 在藥物研發不同階段的具體應用場景，形成一個可反覆迭代、相互回饋的整合式流程

圖中央：AI 作為小分子免疫治療藥物開發的核心引擎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模型整合化學結構、生物活性、免疫反應與臨床資料。AI 在此不只是輔助分析工具，而是主導候選分子設計、篩選、優化與臨床策略銜接的關鍵決策系統，支撐精準免疫治療導向的小分子研發架構


外圍模組之逐項說明（依研發邏輯順序）
1. Accelerated Hit Identification（加速命中物鑑定）
AI 利用機器學習式 QSAR、深度學習打分函數與虛擬篩選模型，快速自大型化合物庫中辨識可能具有免疫調節活性的候選分子，大幅降低傳統高通量篩選的成本與時間消耗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2. De novo Molecular Generation（去 novo 分子生成）
透過生成式模型（如 VAE、GAN、強化學習），AI 可從零開始設計全新化學結構，並同步納入免疫標的專一性、藥物相容性與合成可行性，特別適用於 PD-L1、IDO1、STING 等結構挑戰性標的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3. Predictive Modeling of Immune Activity（免疫活性預測）
AI 建立分子結構與免疫反應之間的預測模型，用以推估小分子對 T 細胞活化、細胞激素釋放、腫瘤微環境調控等免疫效應，支援免疫藥效的早期判斷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4. Optimization of ADMET Profiles（ADMET 特性最佳化）
透過多目標最佳化模型，AI 同時考量吸收、分布、代謝、排除與毒性等藥物動力學特性，協助在早期階段淘汰高失敗風險分子，降低後期臨床淘汰率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5. Target Discovery Using Systems Biology（系統生物學導向標的探索）
AI 整合多體學資料，建構免疫相關訊號網絡與代謝路徑模型，用以鑑別可被小分子調控的關鍵節點，例如免疫檢查點、代謝酵素與抗原呈現相關蛋白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6. Patient Stratification and Precision Targeting（病人分層與精準標靶）
AI 利用基因體、轉錄體、蛋白體與影像資料進行病人分群，辨識對特定小分子免疫調節劑最可能有反應的族群，支撐精準醫療與臨床試驗設計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7. Integration with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HTS（與高通量篩選整合）
AI 不取代實驗，而是與 HTS 形成互補，先以 in silico 模型縮小候選範圍，再進行實驗驗證，提高命中率並提升資料品質以反饋模型訓練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8. Biomarker and Neoantigen Prediction（生物標記與新抗原預測）
AI 結合突變資料、HLA 結合預測與免疫體學資訊，辨識可預測治療反應的生物標記與潛在新抗原，協助小分子免疫治療策略的個別化應用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9. Rapid Iteration via Reinforcement Learning（強化學習驅動的快速迭代）
強化學習架構使模型能在反覆設計、評估與修正中持續優化分子結構，加速從 hit 到 lead 乃至候選藥物的轉換流程 
Select 2_AI Cancer pharma s4438…
。
10. Federated Learning for Secure Data Collaboration（聯邦學習與資料安全協作）
在不共享原始病人資料的前提下，AI 透過聯邦學習整合多中心、多機構的模型知識，兼顧資料隱私與模型泛化能力，特別適合免疫腫瘤學的跨機構研究情境

強調 AI 輔助橫跨「分子設計、免疫生物學、藥物動力學與臨床精準醫療」的整合式平台。透過環狀、可回饋的架構，AI 促成小分子免疫治療藥物從早期探索到臨床應用的加速與精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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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Ex.: 非小細胞肺癌（NSCLC）
在非小細胞肺癌中，IDO1 往往作為腫瘤逃避免疫系統之代償性機制。研究發現，接受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後之三期 NSCLC 患者，若腫瘤組織呈現 IDO1 高表現，其總生存期（OS）與無進展生存期通常較短。目前之臨床實例著重於將 IDO1 抑制劑（如 Linrodostat）與 PD-1 阻斷劑聯用，試圖逆轉由色胺酸枯竭引起之 T 細胞衰竭。2025 年之研究亦指出，IDO1 抑制劑能增強放射治療之敏感性，藉由調整腫瘤微環境中之代謝壓力，提升放療誘導之原位疫苗效應（In situ vaccination effect）。


IDO1 為腫瘤微環境中關鍵的免疫抑制代謝酵素。多項 IDO1 抑制劑在早期臨床試驗中出現「體外抑制有效，但臨床反應不一致」的現象，使研究重點從單純活性提升，轉向 結構選擇性、結合模式與病人適配性。


一、資料與模型設定（實務層級）
1. 輸入資料
已知 IDO1 抑制劑與非抑制劑
分子以 molecular fingerprints（如 ECFP） 與理化描述子表示
標註輸出為 IC50 區間或 binary activity label
2. 使用模型
Random Forest
XGBoost
支援向量機
模型任務：
預測新化合物是否具 IDO1 抑制活性
特定芳香族核心結構與 heme iron 配位能力，對 IDO1 抑制效果高度關鍵
模型訓練完成後，研究團隊發現：
部分結構「看起來相似」的分子，預測結果卻差異極大
某些天然物衍生分子被模型高度評分，但化學家無法直觀解釋原因
此時若僅依賴預測分數，實驗資源將被投入在「不可理解的黑箱決策」上，風險極高。

XAI 的實際導入方式
1. 特徵重要性分析（Global explanation）
研究者先在 Random Forest 與 XGBoost 中分析：
哪些 molecular fingerprint bits 對模型判斷最具影響力
這些 bits 對應到哪些 具體化學子結構
得到的可解釋結果
模型一致指出下列結構訊號權重最高：
可與 heme iron 配位的芳香族含氮結構
平面性高的芳香環核心
特定電子供應官能基，利於穩定活性口袋結合
這些結果可直接被化學家理解，並對應到 IDO1 的已知酵素結構特性。
�
2. 局部解釋（Local explanation）
針對單一高分候選分子，研究者進一步進行：
單一分子層級的結構貢獻解析
比較「加入或移除某片段」後，模型預測分數的變化
實際發現
移除 heme 配位相關結構，模型預測活性明顯下降
保留核心結構但改變側鏈，可在不犧牲活性的情況下降低預測毒性風險

XAI 如何回饋到新藥設計決策
1. 指引結構優化
XAI 所指出的「正向結構訊號」被納入後續設計原則：
必須保留 heme 相關結合核心
可在非關鍵位置調整側鏈，以改善 ADMET
2. 與生成式 AI 串接
這些被解釋出的結構規則，被轉換為：
de novo 分子生成時的約束條件
強化學習中的 reward 設計邏輯




�
此結構為概念性 IDO1 小分子抑制劑示意圖，用來說明 XAI 在實務中如何將「模型解釋結果」轉化為「可操作的藥物化學設計原則」。�該分子並非單一已上市藥物，而是整合多項研究中已驗證之 IDO1 抑制結構特徵，作為 XAI 導向設計的代表性例子。
�
一、左側黃色框：XAI 辨識之關鍵抑制核心（Heme-coordinating core）
結構特徵
平面性芳香族含氮雜環骨架
含可與 heme iron（Fe³⁺）配位 的氮或氧原子
結構剛性高，利於穩定嵌入 IDO1 活性口袋
XAI 的角色
在實際研究中，Random Forest、XGBoost 等模型透過特徵重要性分析，反覆指出：
具備 heme iron 配位能力的芳香族核心結構，對 IDO1 抑制活性貢獻最大
若移除此類結構，模型預測活性會顯著下降
因此，XAI 在此提供的是**「不可動區域（non-negotiable core）」**的設計依據。
對藥物化學的意義
此區域在後續結構優化中 必須保留
不建議進行破壞芳香性或去除配位原子的修飾
可視為 IDO1 抑制的「藥效錨點（pharmacophoric anchor）」
�
二、中央：與 heme iron 的配位示意
圖中以 Fe³⁺ 與虛線標示配位關係，用來強調：
IDO1 為 heme-containing enzyme
小分子抑制劑多半透過 直接或間接配位 heme iron 抑制酵素活性
這類結構特徵也正是為何 IDO1 抑制劑常同時面臨：
活性強
但選擇性與安全性需謹慎平衡
此即 XAI 必須參與結構決策的原因。
�
三、右側藍色框：XAI 指引之可調整側鏈區域（Substituent optimization）
結構特徵
非直接參與 heme 配位
多位於活性口袋外圍或溶劑暴露區
可透過官能基替換、長度調整影響 ADMET
XAI 的角色
透過局部解釋（local explanation），模型顯示：
此區結構對「是否有活性」影響較小
對 溶解度、代謝穩定性、非專一性結合風險影響較大

對藥物開發的實務價值
用於降低肝代謝過快
改善口服生體可用率
降低與其他 heme 酵素的交叉抑制風險
�
四、此圖如何體現「真正的 XAI 應用」
此結構圖並非單純畫出分子，而是呈現三層 XAI 實務意涵：
XAI模型指出「哪一段結構在做決策」
解釋結果可被藥物化學家直接採用
解釋反饋至後續 de novo 分子生成與強化學習設計
在癌症免疫治療這類高風險新藥開發中，這種 XAI 應用能顯著降低「試錯式合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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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Data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High-quality, curated data is the foundational input for AI models in drug discovery. However, despite the abundance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data generated from omics studies, HTS, and clinical trials, major data curation challenges continue to impede the performance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I models. The three primary obstacles are data quality, algorithmic bias, and data scarcity. Data quality issues arise from errors in labeling, missing metadata, inconsistent formatting, or the use of outdated experimental protocols. Such inconsistencies can propagate noise in training datasets, leading to overfitting, misclassification, or unreliable predictions. AI models, particularly DL systems, are sensitive to such noise due to their high capacity for memorization. One downstream risk of poor data quality is the occurrence of data hallucination during hypothesis validation, where an AI model generates predictions or mechanistic explanations that appear biologically plausible but are not actually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170. In drug discovery, this can result in high-confidence yet spurious drug–target associations, misleading mechanistic pathways, or overestimated compound efficacy, ultimately wasting experimental resources and reducing trust in the model’s outputs. Such hallucinations often arise from overfitting to biased or noisy datasets, insufficient orthogonal validation, or the use of synthetic training data without adequate cross-checks. This concern is especially pronounced in pharmacokinetic and toxicity prediction, where small deviations in data can result in large errors in model outputs171. Algorithmic bias is another critical concern, often stemming from unbalanced datasets that overrepresent specific molecular scaffolds, targets, or patient populations. Models trained on biased data are less likely to generalize to novel chemical spaces or underrepresented disease subtypes. For instance, on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cross-domain bias in materials and drug discovery significantly reduced prediction reliability when models were applied to datasets outside their training distribution172. Data scarcity, particularly for rare diseases, novel targets, or first-in-class compound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developing robust AI models. Many datasets lack sufficient labeled examples to train deep networks effectively, leading to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transfer learning, one-shot learning, and federated learning have emerged as potential solutions to this issue. These techniques leverage prior knowledge or distributed datasets to improve model performance in data-poor settings173.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is essential for realiz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AI in precision oncology and small-molecule drug design.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WelQrate benchmarking framework aim to standardize curation pipelines, integrate confirmatory screens, and apply pan-assay interference compounds (PAINS) filtering to ensure high-quality datasets for AI-driven modeling86.Incomplete or biased immune datasets are also a persistent obstacle to robust model training and generalization. Many DTI databases are biased by their construction: compounds and proteins are often included only if they are known to interact, which skews distributional assumptions and inflates model performance on cross-validation tests. This overrepresentation of well-studied targets (e.g., PD-1, EGFR) leads to optimistic generalization in AI models, masking their inability to predict interactions for novel or poorly characterized immune proteins174. Moreover, immune cell–specific transcriptomic or proteomic data—particularly from rare tumor subtypes or treatment-resistant populations—are often underrepresent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stratify patient response to novel small-molecule immunotherapies. This issue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variability in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nconsistent endpoint defini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immune cell subtypes used in assays. Such heterogeneity introduces noise and undermines the reproducibility and transferability of AI models across institutions and disease contexts175. These problems are particularly acute in immuno-oncology, where immune responses are context-dependent and influenced by patient genetics, microbiota, and tumor heterogeneity. Another major bottleneck is the lack of high-resolution structural data for key immune targets. AI models used for de novo drug design or structure-based VS (e.g., molecular docking, CNNs, transformers) depend on accurate 3D structures of target proteins. However, many immunomodulatory proteins—such as VISTA, certain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 receptors, or mutated MHC isoforms—remain structurally uncharacterized or lack resolved ligand-bound conformations. This severely limits the application of AI tools in identifying selective small-molecule modulators for these targets176. Efforts like AlphaFold have provided computationally predicted protein structures, yet these models may lack accuracy in flexible binding pockets or dynamic protein–protein interfaces common in immune checkpoints. Furthermore, predicted structures often omit key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or allosteric conformations that are critical for immunomodulation177. Together, these data-related limitations create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the widespread deployment and scalability of AI for immunotherapy drug design. Addressing them will require harmonized data standards, curated benchmark datasets, greater availability of structural biology tools, and integration of emerging experimental methods like cryo-EM and single-cell multi-omics.
Model interpretability and trust
One of the most persistent challenges in deploying AI in drug discovery—especially for immuno-oncology—is the “black-box” nature of DL models, which makes them difficult to interpret and trust in clinical and regulatory contexts. These models often achieve high accuracy by capturing complex,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across massive, high-dimensional datasets, but they do so at the expense of transparency. This opacity presents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adoption in fields like drug development, where regulatory bodies and clinicians demand clear justifications for predictions related to patient safety and therapeutic efficacy. The need for interpretability has catalyzed the emergence of Explainable AI (XAI) techniques. XAI aims to elucidate how AI models arrive at specific decisions, enabling both domain experts and regulators to assess their validity. Popular post-hoc interpretability tools include SHAP and LIME, which have been increasingly used in AI-driven drug discovery pipelines. These methods quantify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input feature (e.g., molecular substructure or genomic mutation) to a prediction, thereby providing mechanistic insight into drug–target relationships and toxicity risks178. In regulatory terms, explainability is becoming essential. Drug regulatory agenc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FDA and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are developing frameworks to evaluate AI-based medical tools and expect a degree of interpretability that supports auditing and reproducibility. Transparent models—particularly those incorporating hybrid explanation frameworks combining saliency maps, decision trees, and feature attribution—have been proposed as a middle ground that balances model performance with regulatory clarity179. Moreover, the integration of XAI is shown to improve model usability by domain experts, such as medicinal chemists and immunologists. Interpretable models facilitate downstream decisions like compound prioritization, off-target assessment, and biomarker validation, which are critical for early-phase immunotherapeutic design92. Nevertheless, challenges remain. There is often a trade-off between interpre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nd no universal XAI method fits all drug discovery contexts. In many cases, model-specific tuning is required to ensure that interpretability does not compromise generalization or introduce bias through oversimplification. Additionally, explaining decisions involving high-dimensional, multi-omics inputs—such as those used for immunogenomic stratification—remains an active area of research.
Translational barriers
While AI has accelerated early-stage drug discovery, the transition from in silico design to clinical application—the so-called “bench-to-bedside” gap—remain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AI-designed small-molecule immunotherapies. Many molecules generated via generative models, RL, or DL architectures show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VS or biochemical assays but fail to progress due to pharmacokinetic issues, off-target effects, or immunogenicity in vivo. Bridging this translational divide requires the incorporation of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pipelines, rigorous pharmacological profiling, and early integration with clinical biomarker frameworks to ensure therapeutic relevance and safety180. A key concern is that most AI-generated candidates are not evaluated within clinically representative models, such as humanized mouse models or 3D TME platform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validating immune-modulatory effects. The lack of standardized translational frameworks and incomplete regulatory pipelines are core reasons why few AI models have made it into routine clinical oncology practice181. On the regulatory front, agencies like the FDA and EMA are beginning to develop AI-specific guidelines, but ambiguity persists, especially around the validation and auditability of AI-generated compounds. Personalized immunotherapies—such as those targeting patient-specific neoantigens or using individualized molecular fingerprints—further complicate regulation because they often require bespoke manufacturing and expedited approval pathways. The logistical and regulatory complexity of delivering a new therapeutic entity to a single patient within weeks (as required by personalized vaccines or AI-designed inhibitors) raises challenges around scalability, traceability, and compliance with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182. Ethical considerations also loom large. AI-based systems often rely on sensitive patient data—such as genomic and immunophenotypic profiles—to design customized drugs. Thi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data privacy, consent, algorithmic bias,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personalized medicine. Tumor heter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in immune profiles can bias AI algorithms, and that ethical deployment of such tools requires interdisciplinary oversight and transparency in model development183. As such, while AI holds immense promise in designing next-generation small molecules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translating these designs into safe, effective, and ethically sound clinical therapies requires overcoming technical, regulatory, and societal hurdles. Future solutions will likely depend on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s, adaptive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real-world validation pipelines designed in tandem with algorithmic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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